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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以修远报告为代表的“农村西方宗教热”观点认为，西方宗教在我国农村地区，尤其在北方农

村占主导地位；农村地区的一些结构性因素导致西方宗教更易于传播。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分析了当代中国农村西方宗教的发展现状。研究发现，从农村内部传统宗教和西方宗教发展的对比来

看，传统宗教规模更大，整体上不存在西方宗教独大的局面，只是由于两类宗教的管理制度、组织方式和

习俗特点的固有差异，西方宗教的可见度更高，造成了“农村西方宗教热”的印象。从城乡对比来看，西方

宗教在信徒的规模及其增长、宗教实践活跃度、组织化水平、对宗教重视程度等方面都没有表现出在农村

的热度高于城镇。从广东与河南农村宗教的对比来看，前者以传统宗教为绝对主导，后者是西方宗教与

传统宗教平分秋色。整体而言，“农村西方宗教热”的说法是一个迷思而非事实。

［关键词］农村宗教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传统宗教 西方宗教

一、现象与问题

近二十年来，“农村西方宗教热”成为国内各

界重点关注的话题之一。在此议题上影响最为

广泛的文献莫过于修远基金会所撰写的一份研

究报告——《西方宗教在中国农村的传播现状》

（以下简称“修远报告”）。该报告认为，以基督教

（新教）为主体的西方宗教已经完全取代传统宗

教和民间信仰，成为我国农村占主导地位且具有

唯一合法性的宗教。具体而言，首先，它认为西

方宗教在农村宗教中一枝独秀，基督教信徒在农

村宗教信徒中占比高达95％以上，其中70％左右

为地下基督教（家庭教会和邪教），天主教则稳中

求进。在北方农村，基督教信徒占总人口的 10％
到15％，且呈急速增长趋势。虽然该报告给出了

上述看似明确而具体的数字，然而通读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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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没有找到其数据来源和依据，因此也无法

对其可信性和可靠性做出判断。其次，在对现象

的解释层面，该报告认为“农村西方宗教热”的发

生主要是因为我国农村人口在面对快速社会变

迁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时产生了旺盛的精神性需

求，而传统信仰在历经新中国历次运动之后已经

支离破碎，加之基层政权也从私人精神生活领域

撤退，造成了“信仰真空期”，拥有强大话语体系

和组织动员能力的基督教因此得以在农村迅速

兴起。用社会学的话语来总结，即农村地区的一

些结构性因素导致西方宗教的盛行。①

修远报告对“农村西方宗教热”成因的分析

与近年来兴起的“宗教生态论”有相似之处，宗教

生态论者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将基督教

这类“制度性宗教”作为“宗教”，而将民间信仰这

类“非制度性宗教”作为“封建迷信”，与民间信仰

密切相关的乡村自治组织及本土的佛教、道教也

遭到牵连。于是，在历次反封建迷信的政治运动

中，乡村自治组织（如宗族组织）和本土宗教遭受

重创，基督教在农村发展的最大障碍被去除。在

宗教生态失衡的背景下，基督教在改革开放后迅

速占据了处于信仰真空状态的农村社会。②

上述观点还暗含了政策取向。比如，有学者

认为不能放任基督教崛起，应扶持传统民间信仰，

保护我国的“文化安全”。③还有人认为，西方宗

教是滋生邪教的温床，应对其进行直接干预，禁止

修建新的教堂，并拆除不合法的宗教活动场所，取

缔家庭教会。④总之，这些建议都认为，西方宗教

在农村发展迅猛，应予以控制。兹事体大，我们有

必要对“农村宗教热”的提法进行细致的研究。

无可否认，修远报告的问题意识很敏锐，它

提出了很好的问题，但它所给出的答案值得商

榷，因为它的证据无法溯源。我们认为，在进行

解释和建议之前，该报告指出的“事实”仍有待检

验。鉴于修远报告未能提供可供重复研究的原

始数据，本文将使用更为权威且已公开的中国家

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
2012年、2014年、2016年的三轮数据来回答修远

报告关注的三个问题：第一，在农村内部，是否西

方宗教比传统宗教更热？第二，在农村与城镇之

间，是否西方宗教在农村更热？第三，我国南方与

北方的农村地区是否存在宗教发展上的差异？⑤

第一个研究问题主要辨析修远报告所持的

基本观点，即传统宗教在农村凋敝，西方宗教在

农村一枝独秀。我们将重点关注农村内部的宗

教构成，尤其是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宗教与以

佛教为代表的传统宗教的势力对比，回答是否在

农村出现了基督教一教独大的局面，是否农村的

基督教徒更虔诚、更活跃。第二个问题是修远报

告及类似观点的延伸，即“农村西方宗教热”意味

着农村的一些社会特征更利于西方宗教的传

播。针对这一观点，我们尝试去比较西方宗教在

农村和城镇的发展状况，检验西方宗教在农村的

发展是否比在城镇更蓬勃、更迅速。第三个问题

依然源自修远报告，它在文中区分并比较了北方

和南方“农村西方宗教热”的地区差异，因此我们

也对南北方农村的宗教发展状况进行了比较。

在本研究中，我们将西方宗教定义为基督教

与天主教，将传统宗教定义为佛教和道教。由于

CFPS的宗教模块调查的主要是五大合法宗教，故

本研究没有涵盖修远报告所提及的地下基督教、

民间信仰等，但我们认为这对本文的结论影响不

大。首先，修远报告夸大了所谓的地下基督教的

规模。它认为我国基督教徒已超过 1亿人，其中

地下基督教占 70％，也就是七千万人。这一观点

是经不起推敲的。我们在另一篇文章已经指出，

我国基督教徒规模约为3997万人，其中隐藏的基

督教徒约占29％，约一千两百万人。⑥其次，即便

我们再退一步，接受修远报告对地下基督教徒规

模的估计，承认由于数据本身的缺陷漏掉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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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徒，但这同样无损于我们的立论，因为现

有的调查数据并没有把民间信仰的实践者包括

进来，而民间信仰者在规模上很可能比所谓的地

下基督教徒的规模要大得多。因此，本文忽略民

间信仰者不仅不会削弱我们的立论，即反驳“西

方宗教在农村地区一教独大”的提法，甚至还会

强化我们的观点；如果能够把民间信仰包括进

来，西方宗教在农村更不可能是一教独大。

本文所使用的CFPS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

科学调查中心实施的社会调查项目，该调查具备

科学抽样、全国代表性、内容综合性、样本量大等

优点，适合于分析中国农村宗教近几年的状况。

同时，CFPS的追踪性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农村

宗教信仰的动态变化。更重要的是，CFPS是公开

数据，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同样的数据对我们的结

果进行复制检验。相较之下，前文提到的修远报

告并未给出其立论的数据来源，人们无从判断其

数据的可靠性。⑦

二、农村传统宗教与西方宗教的比较

我们首先将回应“农村宗教中是传统宗教较

热还是西方宗教较热”的事实性问题。具体而

言，我们将分析农村信徒的信仰构成，比较农村

内部传统宗教和西方宗教在组织化水平、宗教实

践活跃度和宗教重视程度上的差异，以此评价西

方宗教相较于传统宗教在农村地区的发展状况。

宗教发展最直接的表现是人口中信徒比例

的构成。如果认为农村存在西方宗教热，那么应

该观察到农村的西方宗教信徒比传统宗教信徒

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更高。然而，事实并非如

此。图1显示，在声称有信仰人群（大约占农村人

口的 13％）的信仰构成上，农村宗教以传统宗教

为主（约占 3／4），其次是西方宗教（约占 1／5），

再次是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共占5％）。西方宗

教的信徒比重只有传统宗教信徒的 1／4左右。

可见，农村宗教仍以传统宗教为主，西方宗教的

传播并非如一些学者想象的那样泛滥。

不过，西方宗教信徒相较于传统宗教信徒具

有一些明显的特征。

首先，西方宗教信徒的组织化水平更高。

CFPS 2016显示，农村西方宗教的组织化信徒比

例为 56％，传统宗教仅为 8.9％。也就是说，农村

的传统宗教虽信徒众多，但组织松散，而西方宗

教虽在规模上远小于传统宗教，但其信徒的组织

化水平更高。不过，这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两类宗

教的管理制度和组织方式不同所决定的：组织化

的传统宗教信徒一般为神职人员（僧侣），而大量

在家修行的传统宗教信徒（居士）即便虔诚也并

不认为自己加入了宗教组织。西方宗教则不同，

拥有组织成员资格并不需要成为神职人员（牧

师），只要注册入籍或对某个教会拥有归属感，就

能成为该教会的一员。

其次，在参与宗教实践上，西方宗教信徒呈

图1：2016年农村宗教信徒的构成

注：百分比的基数为农村居民声称信仰任何

一种或多种宗教的人（N=2275）。截面数据的加

权调整均使用 CFPS提供的、经过抽样设计和无

应答权重调整的全国样本个人权数，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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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两极分化。在图 2中，我们将符合所属宗教

习俗规定的信徒定义为“活跃信徒”：对传统宗

教，由于有农历每月初一或十五“拜拜”的习俗，

故将“烧香拜佛”频率在“1月1次”及以上作为“活

跃的传统宗教信徒”的标准；对西方宗教，由于有

“每周礼拜”的规定，故以“做礼拜”频率在“1周 1

次”及以上作为“活跃的西方宗教信徒”的标准。

我们看到，西方宗教活跃信徒的比重显著高于传

统宗教活跃信徒的比重，前者为 51.8％，后者为

40.9％。但与此同时，在不参与任何宗教实践的

“完全不活跃信徒”一端，西方宗教的完全不活跃

信徒比例也显著更高，完全不活跃者在西方宗教

图2：2016年农村传统宗教和西方宗教信徒宗教实践活跃度的比较

图3：2016年农村传统宗教和西方宗教信徒对宗教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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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中的比重为 23.8％，在传统宗教信徒中的比

重为 12.1％。鉴于上述实践频率的两极分化，我

们也很难认为西方宗教信徒普遍比传统宗教信

徒更活跃。

其三，在对待信仰的态度上，西方宗教信徒

比传统宗教信徒更重视自己所信仰的宗教。图3
显示，近 2／3 的西方宗教信徒认为“宗教很重

要”，持这一态度的传统宗教信徒则不到1／3，宗
教信仰对西方宗教信徒的重要性显著高于传统

宗教信徒。⑧

经过对农村地区传统宗教与西方宗教信徒

的上述比较，我们看到，以佛教、道教为代表的传

统宗教在信徒数量上仍然是中国农村宗教的主

流，其规模处于绝对优势。但由于中西方宗教管

理制度和组织方式不同，在信徒的组织化水平、

宗教实践活跃度和对宗教重视程度上，西方宗教

要比传统宗教更高。正是因为这些特征，西方宗

教在农村的“可见度”更高，更能引起人们的注

意，进而给人们造成了“农村西方宗教热”的印

象。但若考虑到两类宗教的管理制度、组织方式

和习俗特点的固有差异，仍不足以证明西方宗教

在农村的发展比传统宗教更兴盛。

三、西方宗教在城乡发展状况的比较

接下来，我们回应“农村西方宗教热”的第二

个事实性问题是，西方宗教是否在农村比在城镇

发展得更迅猛？对此，我们将以 CFPS 2012、CF⁃
PS 2016数据为基础，比较西方宗教在农村与城镇

的信徒比重及其短期变化。

图 4显示，我国西方宗教的城乡分布在 2012
年和 2016年大致相似。从数值上看，2012年农

村人口中信仰西方宗教的信徒比重比城镇高

0.5％，2016年城镇人口中信仰西方宗教的信徒

比重比农村高 0.2％，这些百分比的城乡差别并

不显著。⑨就对应的人口规模而言，20世纪我国

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但随着城镇化的发展，

到2010年左右城乡人口已基本相当，而今城镇人

口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因此，城乡人口中，西

方宗教信徒的比重相当，就意味着生活在城镇的

西方宗教信徒的绝对人数要高于农村。

从 2012年到 2016年的短期变化来看，也无

证据显示西方宗教在农村的发展比城镇更快。

首先，从 2012年和 2016年的截面（cross-section⁃
al）变化来看，城镇西方宗教信徒的比重增长了

图4：2012年—2016年西方宗教信徒在城乡人口中所占百分比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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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而农村的信徒比重则没有变化（见图4），可

见，西方宗教信徒比重在城镇的增长速度实际上

要高于农村，而不是相反。其次，我们还可以采

用另一个角度来研究信徒规模的纵贯（longitudi⁃
nal）变化，即观察同一批人在信教与不信教之间

的信仰变动。借助 CFPS的追踪性，我们比较了

城乡同一批追踪样本在 2012年至 2016年间的信

仰变化。对此，我们重点观察两类人群，一类是

2012年信仰西方宗教，2016年却声称不再信仰

者，我们将其命名为“退出宗教者”；另一类是

2012年不信仰宗教，但2016年又声称信仰西方宗

教者，我们将之命名为“加入宗教者”，也可以理

解为皈依者。图5显示，就西方宗教而言，城镇退

出宗教者的比例小于农村，而加入宗教者的比例

则高于农村。如果将退出与加入两者之差视为

一种“净增长”，城镇西方宗教信徒的净增长要快

于农村，这也与图4的截面比较结论一致。

上述证据皆表明，农村并没有比城镇更利于

西方宗教的生长和发展，农村信仰西方宗教的人

口比重并不比城镇更高，也不存在数量更多的西

方宗教信徒。而且，无论城乡，西方宗教信徒都

是人口中绝对的少数群体。在发展趋势上，无论

从截面变化还是从追踪变化上看，虽然信徒比重

在近期仍有所增长，但并没有证据表明西方宗教

信徒在农村的增长势头比城镇更强劲，相反，城

镇的西方宗教信徒净增长还要高于农村。

不仅在信徒比重和规模上西方宗教在农村

的发展并没有高于城镇，而且从宗教生活的特征

上看，也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西方宗教在农村比

城镇更活跃，或者农村信徒对信仰的重视度比城

镇信徒更高。

在宗教实践活跃度上，城镇的西方宗教信徒

比农村的西方宗教信徒更活跃。图 6显示，在完

全不活跃一端，城镇不活跃信徒的比重（12.9％）

显著低于农村（23.8％）；在活跃的另一端，符合每

周做礼拜一次以上的活跃西方宗教信徒的比重

在城镇（63％）也要显著高于农村（51.8％）。

从宗教实践活跃度的变化来看，也无证据表

明近年来农村人越来越热衷于宗教活动。CFPS
追踪了西方宗教信徒从 2014年到 2016年间宗教

实践的变化。⑩按宗教实践的变化，我们将城乡

西方宗教信徒各分为三类人：实践增加者、实践

图5：2012年—2016年分城乡追踪样本中退出和加入西方宗教者所占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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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016年城乡西方宗教信徒宗教实践活跃度的比较

减少者和实践不变者。经比较发现，城镇信徒做

礼拜频率增加者的百分比（19.1％）略大于农村

（15.2％），而实践减少者的百分比（36.1％）略小

于农村（37.8％），这进一步肯定了城镇信徒的宗

教实践活跃度要高于农村信徒。据此，我们很难

认为农村西方宗教信徒更热衷于宗教实践，而且

也无证据表明农村信徒比城镇信徒越来越热衷

于做礼拜。相反，CFPS数据表明，城镇西方宗教

信徒的实践活跃度要高于农村信徒。

从观念的维度上，我们比较了城乡信徒对宗

教重视程度的差异。图 7显示，城镇信徒选择宗

教“很重要”及“有点重要”的比重都略高于农村，

而选择宗教“不重要”的比重则低于农村。由此

可见，农村西方宗教信徒并没有比城镇的信徒更

图7：2016年城乡西方宗教信徒对宗教重视程度的比较

163



2020/03 开 放 时 代

重视自己的信仰，反而是城镇信徒体现出来的对

宗教重视程度更高。

不过，在组织化的维度上，农村西方宗教的

组织化水平（56.0％）要略高于城镇（51.9％），但

这一比例上的城乡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总的来说，通过上述对西方宗教信徒规模及

其近期增长、宗教实践频率及其变动、对宗教重

视程度、宗教组织化水平等多方位的城乡比较，

我们认为，农村西方宗教的发展既不比城镇水平

更高，也没有比城镇速度更快，且不比城镇更活

跃。因此，即便真的存在“西方宗教热”，我们也

很难得出“西方宗教热”出现在农村而不是城镇

的结论。

四、农村信教状况的南北比较：

以河南和广东为例

我国宗教的分布具有区域性的特点，接下来

本文将比较我国南北地区农村宗教的发展差

异。在 CFPS中，广东与河南是两个具有省级独

立代表性的子总体，我们以这两省作为南北方的

代表，分析农村宗教发展的区域差异。我们的数

据表明，宗教的发展在不同地域的农村之间存在

极大的差别，从广东与河南的比较可见一斑。

首先，在信徒比重以及信仰构成上，广东和

河南农村的宗教与全国总体情况存在较大差

异。图 8显示，广东农村的传统宗教信徒占农村

人口比重为 16.6％，远高于河南的 7.5％，西方宗

教的状况则相反，广东仅有0.5％的农村人口信仰

西方宗教，远低于河南的8.1％，经统计检验，两省

上述差异显著。若进一步分析两省农村的宗教

构成，广东农村信徒是以传统宗教信徒占绝对主

导（95.7％），河南农村则是西方宗教信徒与传统

宗教信徒平分秋色，分别占 50.9％和 47.4％。总

的来说，广东农村的传统宗教信徒比重、河南农

村的西方宗教信徒比重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宗教构成的差别也影响了不同地域可见的宗

教实践活跃度。图9显示，在西方宗教实践上，两

地的活跃信徒比重相差无几，广东农村的完全不

活跃信徒比重（33.4％）高于河南（19.1％），但可

能由于广东的西方宗教信徒数量较少，上述差异

在统计上不显著。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虽然广东

农村西方宗教信徒占比很小，而河南该比例较高，

但两地西方宗教的实践活跃度是相似的。在传统

图8：2016年河南与广东农村传统宗教、西方宗教信徒占人口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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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广东与河南农村信徒宗教实践活跃度的比较

宗教方面，广东农村的活跃信徒比重（63.9％）高

于河南（53.8％），而完全不活跃信徒比重（2.4％）

则显著比河南更低（9.0％）。这表明，广东农村的

传统宗教信徒的实践活跃度可能更高一些。

在组织化水平上，广东和河南农村的宗教组

织发展也有很大差异。如图10所示，广东农村宗

教组织成员仅占农村总人口的0.4％，而河南农村

宗教组织化程度则显著较高（4.1％），但这很可能

是由宗教构成不同所导致的。我们看到，两地的

传统宗教组织化程度都不高，而西方宗教组织化

程度都较高，由于广东农村以传统宗教为主，河

南农村以西方宗教居多，因此可以认为两地宗教

图10：广东与河南农村宗教组织化程度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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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化水平的差异主要来自宗教构成的不同。

总之，若以广东和河南粗略代表南方、北方

农村宗教发展的兴盛之地，我国南方农村宗教的

特点是传统宗教占主导地位，而北方农村宗教的

特点是西方宗教呈兴起之势，这与修远报告的一

些描述较为一致。但需要指出的是，河南农村西

方宗教的发展远高于全国农村的平均水平，如果

仅以河南农村为例将“农村西方宗教热”的结论

推广至全国农村，则无论是从方法上还是从事实

上都是不正确的。当然，就西方宗教在北方农村

的发展比南方兴盛这一点，其具体原因和区域内

部差异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五、讨论与结论

在过去二十年里，学界对“农村西方宗教热”

有过诸多探讨，或是探索引发这一现象的原因，

或是推测这一现象的后果。无论是哪种取向，这

些研究都隐含“农村西方宗教热”是无须加以确

认之事实的结论。但本文认为，“农村西方宗教

热”的说法本身需要斟酌。实际上，“宗教热”本

身是相对于 20世纪 70年代末的宗教凋敝而言

的。改革开放后，带有极左色彩的宗教政策被纠

正，宗教活动开始恢复正常。若从新中国成立之

初算起，我国宗教信徒的人口比重并没有太大的

提升。“宗教热”的提法往往意味着宗教的发展有

些过度，需要降降温。但到目前为止，多个权威

抽样调查表明，我国声称有宗教信仰的人占总人

口的比重仅为百分之十几，宗教在我国仍然处于

相对边缘的位置。只不过相较于从前宗教一度

在社会生活中销声匿迹，现在它的能见度确实有

所提高，因而“宗教热”的提法是否严谨值得

探讨。

“农村西方宗教热”的说法认为，以基督教为

代表的西方宗教在我国农村的发展超越了传统

宗教，以至于在农村出现了一教独大的局面。诚

然，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在我国发展迅猛，根据

“19号文件”、第二次“宗教白皮书”和最新的研

究，我国基督教徒人数从1982年的三百万人增长

到2018年的近四千万人。但是，基督教的发展有

地域上的差异。在局部地区如河南农村，它已经

成为第一大宗教，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就规模而

言，其发展仍远不如传统宗教。那些认为西方宗

教在农村已经一教独大的观点显然有以偏概全

的嫌疑，而且即使在河南农村，西方宗教与传统

宗教的规模也相差无几。造成“西方宗教在农村

更热”这种认知偏差的原因或许是西方宗教比传

统宗教在农村更为“可见”，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

两类宗教的管理制度、组织方式和习俗特点的固

有差异所致。

“农村西方宗教热”的说法还暗示了农村的

社会环境相较于城镇更有利于西方宗教的发展，

但本文的数据分析并不支持这一观点。通过对

比城乡之间信徒规模及其近期增长、宗教实践频

率及其变动、宗教组织化程度和对宗教的重视程

度，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宗教在农村的发展既没有

比城镇水平更高，也没有比城镇速度更快。在西

方宗教信徒的净增长等方面，城镇甚至还要高于

农村。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推进，西方宗教在城镇

的发展反而更值得关注和研究。

综上所述，有关“农村西方宗教热”的提法有

待商榷。首先，宗教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依然

处于边缘地位。其次，尽管西方宗教的主要代表

——基督教过去四十年里在中国发展迅猛，但是

整体而言还是弱于传统宗教。所谓“西方宗教在

农村地区一教独大”的认识完全不符合事实。西

方宗教在农村的发展也并没有比在城镇更兴

盛。简言之，“农村西方宗教更热”的说法，与其

说是一个事实，不如说是一个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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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iven the basic fact that China is a big country with small farming households，a smooth transition

from small-farming agriculture to modern agriculture is a long-term strategic issue that China should face in its

effort to explore the path to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raditional theories regard small farming households as

natural economic entities in passive acceptance of modern production factors. They ignore the possibility that

small farming households may participate in division of labor and transaction. The present paper constructs a

“transaction-contract-systematization”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applies it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Lvn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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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perational logic of transaction organization and deepened specialization. The ingenuity of the“Lvn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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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mall farming households involved in the division-of-labor economy through scaled-up outsourcing services

on the other. It is believed that，unlike Japan and the US，China should seek its own distinctive develop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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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of CFPS 2012，2014 and 2016，This chapter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reli-

gion in rural China，discussing the contrastbetween rural traditional religion and western religion，the contrast

between rural western religion and urban western religion，and the overview of rural religion in Hena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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